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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幾年來，在國共兩黨史觀框架之外來重新詮釋中國史的著作，似乎

有愈演愈烈的趨勢。此一情況非惟有助我們深化對歷史的認識，而且也對現

今中國之理解，能夠避免落入既有窠臼，擺脫「有色眼鏡」的看待。之所以

會如此，不僅得自於社會科學與理論所帶來的研究啓發而已，同時隨著史料

日益蓬勃與發掘之下，令有志探討的歷史學者亦能從各式各樣文獻裏，找尋

到更加多元發展的軌跡。有關「清遺民」群體的討論，其實便是這股風潮下

對中國近代史範疇的「再發現」；而本書《滄海遺音：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

究》，正是代表相關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作者林立與香港有極深的淵源。那裏原係晚清時英國的殖民城市，直至

民國初年，依然屬於洋人統治區域，處處可見充滿西化的生活形式。但有意

思的是，香港在民國時期卻是屢次動盪局勢中的避風港，有許多知識界的人

士最後願意選擇到此避難。而這些南來的文化人，當然不乏受過傳統教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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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階層，有的甚至是本書所分析的忠清遺民群體；他們身處於當地的基層

社會裏，依舊還保有舊式慣習，如讀經、祭孔等文化活動，頗與民初反傳統

的潮流風氣有別。香港大學執教的陳君葆曾形容孔子誕辰時，「扯國旗的比

國慶日還要多，可見香港人比較愛戴夫子」；
1 從這一點來說，環境氛圍與豐

富的傳統內蘊，無疑提供給作者進行撰寫本書的先決條件。

從書中〈卷首語〉可知，作者本來打算從「文化記憶」和「身分建構」 

入手，分析清遺民關於詞學方面所展現的意涵。嗣後受到許多學者的砥礪以

及提供資料，包括知名的學者葉嘉瑩等人建議下，終於完成本書之規模。

通過全書的閱讀後可以發現：作者顯然有一強烈企圖心，希冀說明「相同身

分和意識的作者，在同時同地點點滴滴地以符碼般的共同主題和語言，去建

立和鞏固其同人關係和集體記憶」（頁 416）。為了論證這段記憶與身分的關

聯，那些只是「時代弱音」的清遺民及其詞學，於是成為作者試圖想要切入

的面向。

在本書第一章裏的內容，首先探討了記憶、身分是如何被人們建構起來

的。作者認為：以「忠清」為標誌的遺民詞人，乃是藉由林林總總的稱號、

外觀、言行、文字等諸多形式，用來凸顯並建立自我之身分；後來又經由填

詞創作，乃至加以篩選、重構和過濾他們對清朝既有的記憶。此外，透過文

學詞作的相互交流，另一方面又成為這些集體記憶的展現之所在，並且進一

步形塑出忠清的行為。無論是不仕新朝、以景物喻人等種種的文詞寄託及手

法，毋寧都是他們利用書寫來確立身分意識的方式。

第二章所要闡述的重點，乃在於構築記憶的三項要素—時、地、物，

說明清遺民詞人如何傳遞他們切身的感受。「時間」主要是針對紀年、節慶

與壽辰方面的文字書寫；「空間」則是當他們遷徙到異地之際，詞裏所傳達

對於理想國度的追尋；至於「借物」，係指以事物之描寫做為緬懷過去的手

段，同時拿來彰顯自身人格。

第三章則處理清遺民同人詞作—尤其以朱祖謀編纂的《滄海遺音集》 

 1　 這樣的情形已是在 1930 年代初期。見謝榮滾主編，《陳君葆日記全集》第 1 卷（香港：

商務印書館，2004），「1933 年 10 月 16 日」條，頁 55。「扯」在廣東話中即「掛」之
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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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對象，分析的內容包括主其事者的社交網絡、關於該書編纂的動機、被選

錄者的生平行事，將他們視為「有共同身分意識和創作傾向的文學群體」。

據《滄海遺音集》的後記可知，朱氏編書有其目的，蓋收錄集內詞人的準

則，是以「昔同游處，而國變後不復從政者為歸」（頁 146）。如同其他清遺

民所編纂的碑傳集等史料之用心一般，可惜歷經後人轉化後，原來用意已

失。根據作者的分析，在接受朱祖謀所託之下，龍榆生及襄助友人基於「文

學共同的趣味」，一齊完成該集的編纂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：龍氏雖然「繼

其志業」，以文學為依歸，但彰顯「遺民」意義並非為絕對選項，其中更不

問政治立場如何（譬如本書提及革命黨元老汪精衛的襄助，亦是一例）。

在第四章中，以「同聲相應」一詞概括這群遺民的集體唱酬活動；作

者舉出了後來遺民詞人的相關結社組織，如舂音詞社（1915-1918）、漚

社（1930-1933）、須社（1928-1931）等，並指稱他們先後聚居於通都大邑

（如天津、上海），在經由喪失政教、社會與文化的地位後，紛紛借助群體的

認同來肯定自我，並尋求精神慰藉。第五章進一步分析詞作的主要書寫策

略。筆者認為本章並不容易處理，從中也可得悉作者對文學研究的認知與造

詣。簡單地說，清遺民詞人約有兩種文字傳達形式，一是借用杜甫詩作的眷

懷故國；另一是詠物、相思的寓託。可是在作者看來，前一種作法由於直言

時事，毋寧限制了讀者聯想，且不符廣泛主流價值的認知，所以無法得到眾

人認同；倒是後者強化了文學創作的意念，反而引起較大的共鳴。

綜觀全書，作者盡量挖掘各式各樣詞學的文獻史料，又借助於文化記憶

理論，可謂用功甚深。以研究文學團體、特別是近現代史的範疇而言，本書

《滄海遺音》無疑填補了一塊空缺，與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論述迥異，足

供日後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參考。惟以一篇書評而言，為了精益求精，接下

來筆者打算指出書中若干有欠周詳之處，提供作者日後修改的參考。

第一點是關於傳統與現代的延續性而言。作者在努力探求清遺民詞人作

品內涵的同時，其實沒有衡量他們最終帶給後人有哪些影響，甚或在學院教

育體系之中如何地承接下去。誠如本書所提到的夏承燾、唐圭璋等知名詞學

家，「他們的詞學基礎和素養都曾得到遺民詞人的沾溉。雖然普羅讀者對他

們缺乏認識，但他們在學院體制內影響之深遠，卻是胡適等新派詞學家無法

企及的。……我們研究二十世紀的詞學而不提遺民詞人，就等於是對源頭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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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見了。  」（頁 7-8）上述這段話應是《滄海遺音》要特別發揮與著墨的重

點所在，可惜全書並未多見。尤其關於「在學院體制內影響」一點，本書所

談幾乎是一筆帶過，並無深化吾人的認識。如果只有純粹「時代的弱音」理

由，那麼何以後來人們會重視這些清遺民詞人的作品？作者獨在關鍵之處，

討論了新舊詞學兩派的紛歧（如頁 19，談到胡適對清遺民詞作的不滿，可

從 1927 年出版的《詞選》中推知），卻沒有幫助讀者繼續追索下去，以致通

書讀畢後，仍然無從窺探民國時期詞學中清遺民的概貌及定位。「只聞樓梯

響，不見伊人來」，恐怕是本書令讀者期待之餘有所抱憾的地方。

第二點是本書有多處舉證，不免缺乏脈絡化（contextualize）的理解，

導致發生史料誤用之情形。誠然，清遺民群體固為近代中國面臨政治文化轉

型時期的產物。他們在民國建立以後，對現有的政治體制屢表不滿及反對之

意；這些想法看似違反時代潮流，可是每位人物的行為舉止與言論意見，實

有其各自內在緣由的足跡可循，非可視為整體看待。換言之，每位人物各有

其時機點的不同，但作者往往基於他們的論調一致，便忽略了其中些微之差

異。這裏姑舉幾例說明。

首先是有關張爾田的資料引證。作者指稱，張爾田「認為國學不應受到

西方思想的影響，因此對王國維、梁啟超以及胡適等趨時求變的新學頗為不

滿」。他的舉證有以下數種：一是 1944 年張氏給錢仲聯信中，內容「隱含

了對王國維的不屑」；二是「又撰寫〈新學商兌〉及〈與梁氏論學術說〉，力

斥梁啟超的新學『異說惑世』」（頁 61）。如眾周知，張、王兩人素來感情和

洽，學術見解也多符合，「不屑」之說何從而來？殊難知曉。譬如王國維自

沉後，張爾田非惟向他人辯解其中緣由，還公開地說：「比閱雜報，多有載

靜庵學行者，全失其真，令人欲嘔」，並發出「亡友死不瞑目矣」之嘆。
2 試

 2　 張爾田，〈與黃晦聞書〉，《學衡》60(1926.12): 4，「文苑．詩錄」。張氏向他人說王國維

之事例見：夏承燾，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，《夏承燾集》第 5 冊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、

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7），「1935 年 12 月 23 日」條，頁 416；楊樹達，《積微翁回憶錄》 
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 117。張向夏氏函中表達王氏門弟「濫肆表揚，招

人反感，流言固有自來耳」，並以「殉君」為正因；可惜的是，我們無法從楊樹達的回憶

錄中進一步得知張氏還談了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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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各種的跡象推敲，所謂張氏對王氏的「不屑」，看來似乎言過其實；
3 至於

存在更大誤解的，恐怕是對《新學商兌》一書之理解。據筆者粗淺的認識，

《新學商兌》實出版於 1908 年，係由孫德謙辨正、張爾田申義，蓋模倣方東

樹《漢學商兌》，主要乃針對晚清變法維新派的康有為、梁啟超而發。
4 直到

民國以後，張爾田仍持該書的論旨，惟時空丕變，想要抨擊的是新文化陣營

內主張白話文運動的人士， 5 當然箇中影響自不可同日而語。而本書作者混為

一談，不察「新學」二字在晚清與民初的意義迥異，故斷言為「西方思想」；

其實只要細思的話，便可知悉內容及對象稍有不同。

其次為忽略了 1926-1928 年間國民革命軍「北伐」帶來的影響。書內

有多處史料的引用，其實都與此密切相關，可惜作者未察，無法體悟當中

確切的意涵。例如書中引到王揖唐《今傳是樓詩話》之語，說：「近年廢止

舊曆，急於星火，奉行者變本加厲，並書春者亦禁之。  」經由查證得悉，

王氏詩話一書係於 1933 年出版，上述此段話提到「近年」，概指南京國民

政府對舊曆的禁止， 6 而非民初。另一例是作者談及「須社」源起，引袁思

亮、徐沅、許鍾璐等人序言，認為其「成立是因為清亡後流寓隱跡於天津

的士大夫愁苦無聊，故而『萃於一堂』，以結社唱酬來抒發亡國之哀」（頁

276-277）。按照本書的討論可知：須社成立於 1928 年至 1931 年間，雖有

「滄流茲苦，一時寓公僑客播遷，棲屑局促於海津一隅，咸有濳虯尺水、負

蟨荒厓之慨」。然而，此處「滄流」並非指涉清亡之故，實乃「北伐」完成

之後所帶來的「巨變」。尤其對清遺民或舊式詩詞文人來說，1920 年代中葉

國民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文化之轉變，深刻程度絕不亞於清末民初政體鼎革之

 3　 儘管兩人未必在文學、史學的見解上完全一致，但從張爾田寫有給王國維大量的書信，

亦能推知彼此的交情。見馬奔騰輯注，《王國維未刊往來書信集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

社，2010），頁 237-262；馬奔騰，〈王國維保存的張爾田書信〉，《浙江樹人大學學報

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12.6(2012.11): 78-84。
 4　 孫德謙辨正，張采田申義，《新學商兌》 （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鉛印刻本，藏於北京國

家圖書館）。

 5　 楊逢彬整理，《積微居友朋書札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 33。
 6　 國民政府從北伐時期底定南京開始，一直要到 1930 年為止，對於提倡新曆、廢止舊曆的

政策，多次以行政命令公布，目的「以協時宜，而昭劃一」。相關討論見周俊宇，《黨國

與象徵—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13），頁 78-7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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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。因此，無論作者探討新舊曆的問題，還是關於文學詩詞社團的組織時，

並未考量到時間帶來的差異因素。清遺民雖為認同傳統政治體制、反對新學

的群體，但其實也是與時俱進，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有著不同的態度轉變。要

是每每看到史料便以為相關，甚至捕風捉影，在討論上毫無先後次序，也不

留意到歷史上的變遷，恐怕將有所失真，則是本書最大的盲點所在。

由於對近現代史的瞭解不足，本書部分的文字使用上並不精確，值得日

後再多加斟酌。例如頁 175，提及「日人陷北京，設東方文化會，續修《四

庫全書提要》」，「東方文化會」即指 1925 年由日本外務省對庚子賠款所辦

的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；該組織的設立，並非在 1937 年盧溝橋事變之

後，且續修工作係指後來完成的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。
7 又如頁 176，

說王國維「到了 1915 年他才回國，曾任猶太商人哈同所辦的上海倉聖大學

教授」；此不確，可參陳鴻祥〈王國維和「廣倉學宭」及其他〉一文。
8 至於

頁 178，筆名「豈明」即為知名的文學家周作人。關此甚多，不詳贅列。

最後，本書曾標舉《漚社詞鈔》內文字如「承平」、「遺民」、「義熙」、

「甲子」、「無家」、「離黍」等詞句，認為他們「字裏行間仍帶有忠清意識」，

不僅老一輩詞人如此，即使年輕詞人「亦受到了他們的熏染，有時也以遺民

的口吻來書寫」（頁 272-274）。筆者對此則持保留的態度。因為詩詞文藻固

可藉此抒發、傳達遺民自我的立場，但這並非說明所有類似口吻之文字作者

皆是遺民。我們必須知道，有時帶有遺民口吻的文學作品，實際上目的乃為

了有助於情感之表達，惟可否全然表示忠清態度，實可商榷，重要的是應該

端看創作之際的情境為何。這一點不獨研究遺民如此，即連研究歷史上的人

物或爭議的事件，均係如此。由於筆者深知清遺民的研究困難重重，故不憚

其煩，也希冀藉此向作者致上敬意。

 7　 有關這方面簡要的討論，請見（日）山根幸夫，《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—昭和前期に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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